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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

雅典陶片放逐法考辨
＊

晏 绍 祥

内容提要 陶片放逐法是雅典历史上最为重要和独特的制度之一。古代作家有关陶

片放逐法产生年代的记载本就存在差异，现代学者也多有不同看法，或持克里斯提尼说，或

认为始于公元前 488 年。马拉松战役后，反波斯与防止僭主复辟政策完全吻合，因此相关

法律应当颁布于该法初次实行之前。无论是克里斯提尼本人的年龄，还是陶片放逐法最初

的流放对象，都表明它的创立者不可能是克里斯提尼，而应是公元前 480 年代初年某个政

治家。但是，陶片放逐法的本意，是把精英阶级内部的争议和国家政策的决定权交给民众

裁决，故该法的颁布和实行，仍符合克里斯提尼改革的精神。

关键词 陶片放逐法 雅典 公民大会 克里斯提尼 古典时代

陶片放逐法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最独特的法律之一。据后来的辞典作家解释，它得名于雅典

人进行投票时使用的陶片( ostrakon) 。① 说它重要，是因为每年公民大会要在第 6 届主席团任内举行

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当年是否应当实行陶片放逐法; 如果需要，则会在第 8 届主席团任内召开一次公

民大会以举行正式投票。投票地点并不是雅典人经常举行会议的皮尼克斯，而是在雅典广场。② 被

流放者大多是雅典最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在该法实行的七十余年间，明确记载被流放的雅典政治

家，包括地米斯托克利在内，大约有 10 人。③ 在近现代学者中，有关该法颁布的年代、立法的意图和

实施的效果等，都存在重大争议。本文旨在结合克里斯提尼改革到公元前 5 世纪 80 年代的形势，对

陶片放逐法可能的颁布年代及颁布原因做出初步说明，以增进对古典时代雅典这个重要制度及其作

用的理解。

*

①

②

③

本文为首都师范大学科技创新平台( 世界史) 研究成果。
中国学术界过去通常把 ostracism 译为“贝壳放逐法”，如亚里士多德著，日知、力野译: 《雅典政制》，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版，第 26 页; 塞尔格耶夫著，缪灵珠译: 《古希腊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194 页; 弗兰采夫等编: 《世界通史》
第 1 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9 年版，第 948 页。考之于语义，ostrakon 本有陶片和蜗牛、贝类等的硬壳等多重

含义。但现今发现的实物，均为陶片，因而该法更恰当的称呼是“陶片放逐法”，可参见利德尔、斯科特编，琼斯修订《希

腊语—英语大辞典》( Henry George Liddell，Ｒobert Scott，Ｒevised and Augmented throughout by Henry Stuart Jones，A Greek—
English Lexicon) ，克拉伦敦出版社 1940 年版，第 1264 页; 罗念生、水建馥编: 《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4 年

版，第 617 页。古代希腊人的辞典对此有明确界定: “陶片放逐法的名称源自陶片，在陶片上，雅典人写上有人是否应

当从城邦中退出。”马贝尔·L． 朗: 《雅典广场》( Mabel L． Lang，The Athenian Agora) 第 25 卷，美国雅典研究院 1990 年版，

第 1 页; 邵欣欣、郭小凌: 《是“陶片放逐”还是“贝壳流放”? ———Ostracism 释义》，《史学集刊》2009 年第 2 期，第 41—
44 页。
马贝尔·L． 朗:《雅典广场》第 25 卷，第 1 页。
按照年代先后，分别是希帕库斯、麦加克莱斯、克桑提波斯、阿利斯提德、地米斯托克利、西门、修昔底德、麦农、达蒙、许佩波

罗斯等，公元前 485 年流放的可能是卡利亚斯，但缺乏文献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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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作家的记载与现代学者的争论

该法是否为克里斯提尼颁布，是雅典历史上争议最多的问题之一。据亚里士多德记载:“克里斯

提尼则以争取大众乐从为目的，创建了另一个新的政制，其中包括陶片放逐法。”①弗劳科吕斯说法

类似:“它始于克里斯提尼的立法，当时他瓦解了僭主制，他的意图在于把( 僭主的) 朋友们也赶出

去。”②狄奥多鲁斯称，该法是僭主政治被废止后通过的。③ 梵蒂冈所藏的希腊语 1144 号抄本的记载

与亚里士多德的记载显著不同，那里提到该法由克里斯提尼推翻僭主后颁布，其最初的投票由议事

会进行，流放所需要的基准票数为 200 票，并宣称克里斯提尼本人是第一个被流放者。后来法律修

改为由人民直接投票后，基准票数被变成 6000 票。④ 哈波克拉提翁引用安德罗提翁的说法，似乎认

为该法应是公元前 488 年首次使用前不久通过。“如吕库古在《反莱奥克拉泰斯》中所说，另有一个

希帕库斯，此人是卡尔摩斯之子。关于他，安德罗提翁在其著作的第 2 卷中说，他是僭主庇西特拉图

的一个亲属，是第一个被陶片放逐法流放的人。关于陶片放逐的法律，因怀疑庇西特拉图支持者之

故，那时首次确立，原因是作为人民领袖和将军，他的统治犹如僭主。”⑤

除上述记载外，古代还有一个说法，把雅典王提修斯作为陶片放逐法的发明人和第一个牺牲者。

据称相关记载来自亚里士多德的门徒提奥弗拉斯图斯。这个说法不值一驳，相关记载最早出现于古

典时代晚期的优西比乌斯，后为《苏伊达斯辞典》接受，意在说明凡倾向人民者都没有好下场。⑥ 梵

蒂冈那份希腊语抄本来源可疑，大概属于拜占庭晚期的记载，⑦且相关记载未得到其他古代作家证

实，也不曾发现任何相关陶片，因此一般不被学者们采信。但安德罗提翁是公元前 4 世纪中期的阿

提卡史家，为伊索克拉底门徒，其著述为亚里士多德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据称他政治观点保守，其

历史叙述多有不准确之处。亚里士多德明显熟悉安德罗提翁的著作，在包括陶片放逐法的起源等问

题的细节上，有故意订正安德罗提翁的意思。⑧ 在陶片放逐法起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特别明确地表

示它是克里斯提尼的创造，其说法或许另有所本，可惜我们并不清楚他的史料究竟来自何处。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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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1—4。中译文据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略有改动，下同。
弗劳科吕斯，残篇 30( Philokhoros F30) ，引自菲力普·哈丁:《雅典的故事: 阿提卡地方编年史残篇》( Philip Harding，The Story
of Athens: The Fragments of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ttika) ，罗特莱吉 2008 年版，第 99 页。
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 ，11，55，英译文据狄奥多鲁斯:《历史集成》第 4 册，哈佛大学

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65 页。
转引自马贝尔·L. 朗《雅典广场》第 25 卷，第 2—3 页。
哈帕克拉提翁引安德罗提翁残篇 6( Harpocration’s quotation，Androtion F6) ，引自哈丁《雅典的故事》，第 98 页。学者们对于

安德罗提翁的说法有不少讨论，有关争论集中在安德罗提翁的原文上，可参见卡甘《陶片放逐法的起源与意图》( Donald
Kagan，“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Ostracism”) ，《赫斯佩利亚》( Hesperia) 第 30 卷，1961 年第 4 期，第 393—401 页; 约翰·J． 凯

尼《安德罗提翁残篇 6 的文本与陶片放逐法的起源》( John J． Keaney，“The Text of Androtion F6 and the Origin of Ostracism”) ，

《历史》( Historia) 第 19 卷，1970 年第 1 期，第 1—11 页; K． J． 多弗尔《安德罗提翁论陶片放逐法》( K． J． Dover，“Androtion on
Ostracism”) ，《古典评论》( Classical Ｒeview) 第 13 卷，1963 年第 3 期，第 256—257 页。
鲁狄·托姆森:《陶片放逐法的起源》( Ｒudi Thomsen，The Origin of Ostracism) ，领英图书出版公司 1972 年版，第 13—14 页。
A． E． 劳比切克:《希腊的学校: 希腊历史、考古与文学论集》( A． E． Ｒaubitschek，The School of Hellas: Essays on Greek History，

Archaeology，and Literature)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7—80 页。
费里克斯·雅科比:《阿提卡志: 古代雅典编年史》( Felix Jacoby，Atthis: The Local Chronicles of Ancient Athens) ，克拉伦敦出版

社 1949 年版，第 74—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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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在有关雅典历史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本人的叙述同样受到了公元前 5 世纪以来寡头派

和民主派有关民主政治论战的影响，特别是该世纪末两次寡头政变期间，民主派和寡头派都争相改

编雅典历史，把自己的主张附会到早期雅典的事件上。① 而公元前 5 世纪中期之前的原始文献，包括

一些特别重要的政治变革的文件，大多失传。梭伦的法律也许被保存下来了，但其他法律未必。公

元前 5 世纪末民主派与寡头派的论战表明，所谓梭伦和克里斯提尼的政体到底是什么样，当时的雅

典人并不特别清楚，因此需要“调查”。② 调查的结果如何，在公元前 4 世纪所谓的梭伦民主问题上

看得非常清楚。雅典人几乎将过去所有的法律( 除那些来历非常明确的外) ，都归于这位公元前 6 世

纪初的改革家。准此而论，对亚里士多德和安德罗提翁有关陶片放逐法记载上的差异，我们应当抱

着开放的心态，不能因为前者的权威而轻易否定后者。③

古代作家的分歧引起了现代学者的争论。大多数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在内，④基本追随亚里士多

德，并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权威足以解释该法从颁布到首次使用之间 20 年的间隔。在西方，第一个为

民主政治翻案的格罗特，也是第一位系统分析陶片放逐法的学者。虽然当时《雅典政制》尚未发现，

但格罗特凭借他政治家和史学家敏锐的直觉，指出克里斯提尼所以创造陶片放逐法，是希望在雅典

民众中创造出“一种罕见而困难、我们姑且称为政体道德的情感，一种对政体极其尊敬的情感，创造

一种对那些在这些形式中活动的权威的服从，同时，它与公开发言的习惯……以及公民心中充分的

自信相结合，在激烈的党争中，使对手同样能够感受到政体的神圣性……此种政体道德的传播，不仅

在任何共同体的多数公民中，而且在整个共同体中，对于一个既自由、又和平的政府来说，是必备条

件; 因为任何强大且顽固的少数派，虽然自己不足以强大到可以掌权的程度，但有可能让制度无法运

转。在政体形式这个关键问题上，只有完全的一致，或者多数派强大到近乎全体一致的程度，即使那

些不完全赞同的人也必须尊重这种政体，才能让政治激情不至于造成流血，同时让国家所有权威部

门受到人们充分而自如地平和批评”⑤。
对格罗特而言，陶片放逐法的设计，一方面是在雅典民主政治刚刚诞生之际，通过温和而适当的手

段，为了将少数顽固的反对派赶出雅典，以保证新生的民主政治在清除反对派后，在接近全体公民意见一

致的情况下稳定和发展，并防止少数有野心的人再度成为僭主。另一方面，陶片放逐法又通过相对仁慈的

手段，让反对派不至于受到太大伤害，既不会严重影响受害者的家庭和财产，又有严格的程序。而在此前

贵族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失败的一方不是人身被消灭，就是财产被没收后被驱逐出境。⑥ 因此，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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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希格尼特:《公元前 5 世纪末之前的雅典政制史》( C． Hignett，A History of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 ，克拉伦敦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1—17 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9，3。
《雅典政制》有关德拉古政制的记载，就是把公元前 5 世纪末的伪造误作历史的结果。关于《雅典政制》中记载的德拉古立

法系伪造说，可参见王敦书《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558—567 页。关于公元前 5 世纪末政治意识形态对早期

雅典历史叙事的影响，可参见 C. 希格尼特《公元前 5 世纪末之前的雅典政制史》，第 17—30 页; W． Ｒ． 康纳等《雅典民主面

面观》( W． Ｒ． Connor et al． ，Aspects of Athenian Democracy) ，图斯库拉努姆博物馆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1—99 页。
蔡连增:《论陶片放逐法的内容和起源》，《东北师大学报》1994 年第 2 期，第 11—13 页; 崔丽娜:《陶片放逐制刍议》，《江西

社会科学》2003 年第 9 期，第 31—33 页; 胡骏:《公元前 5 世纪雅典陶片放逐法考略》《法学》2005 年第 6 期，第 20—28 页。
乔治·格罗特著，J. M. 米切尔和 M. O. B. ·卡斯帕里节编:《希腊史》( George Grote，Londensed and edited by J. M. Mitchell and
M. O. B. Caspari，History of Greece) ，罗特莱吉 2002 年版，第 93 页。
古风时代希腊诸多城邦内部冲突的结果，大多伴随着流血和流放，导向的不是僭主政治的建立，就是连续的权力转移、流放

和内战。萨拉·弗斯狄克:《流放、陶片放逐法与民主政治———古代希腊的驱逐政治学》( Sara Forsdyke，Exile，Ostracism，and
Democracy: The Politics of Expulsion in Ancient Greece)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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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法通过轻微地处罚罪犯，达到了让共同体安全和稳定的目的。
19 世纪末《雅典政制》的发现，似乎完全证明了格罗特的推论。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明确将该法

的创造归于克里斯提尼。20 世纪以来的希腊史著作，虽然在具体细节的论述上略有区别，但大多遵

从格罗特的结论，认同克里斯提尼为陶片放逐法的创造者，并为之寻求各种不同的解释。① 在诸多不

同观点的交锋中，弗斯狄克的解释最有创造性。她认为，古风时代希腊政治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秩序

与流放基本由精英阶层家族之间的冲突决定。但从梭伦开始，雅典民众即非精英的大众逐渐取得了

介入政治的权利。到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民众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国家权力，“在非精英人士对政治秩

序行使控制权的同时，他们也掌控了对流放的决定权。因为非精英人士不仅介入了精英间激烈的政

治斗争，而且在围困斯巴达人于卫城之后，雅典民众驱逐了伊萨哥拉斯和斯巴达人、召回了克里斯提

尼及其他流亡者……通过介入精英间政治，即支持一个派别而流放另一派别，非精英人士对城邦中

政治权力的分配行使了控制权。”“陶片放逐制度正应在这样的背景中加以理解。在为雅典确立民主

地行使政治权力的制度时，克里斯提尼同时创造了陶片放逐制度。此外，通过这一制度，雅典人民同

时对流放的决定行使控制权，并重新解释了流放与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②

但是，学界对克里斯提尼是否真正颁布了该法的怀疑也从未平息过。在叙述克里斯提尼改革

时，伯里完全略过了陶片放逐法。在讨论该法首次使用时，他只简单地说: “传统一般把陶片放逐法

的设立归于克里斯提尼，但直到马拉松战役结束两年后，这种制度才开始付诸实施。”③哈蒙德在介

绍克里斯提尼改革部分也略过了陶片放逐法，仅在论及该法第一次使用时写道:“究竟是克里斯提尼

在约公元前 507 年制定了陶片放逐法，还是一位不知名的政治家在公元前 488 年发明了它，仍弄不

清楚。两者之中以后者论据较强，也更适合于它第一次采用时的情况。无论如何，在公元前 488 /487

年采用陶片放逐法的目的和效果是明确无疑的。”④希格尼特的论证更加具体: 如果该法真是克里斯

提尼颁布的，那理当是在公元前 508 年即他改革时创立，因为克里斯提尼在改革后不久就从雅典政

治舞台上消失了。但该法第一次使用是公元前 488 /487 年。很难想象一道法令在颁布之后会 20 年

不用，却在突然被发现后连续使用。在详细分析了古代作家的相关记载后，希格尼特指出: “考虑到

所有假设———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试图坚持把陶片放逐法归于克里斯提尼———所存在的陷阱，唯

一可能的结论，是克里斯提尼并非它的创造者，所以那些将该法归到他名下的古代作家们的说法并

无任何证据。因此，我们可以自如地接受安德罗提翁的猜测: 这类法律的作者不可能有意让它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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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如托姆森、默里、莫里斯、库济辛、波默罗伊等，可参见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73—
274 页; 莫里斯和鲍威尔著，陈恒等译《希腊人———历史、文化与社会》，格致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6 页; 库济辛主编，甄修

钰、张克勤等译《古希腊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31 页; 波默罗伊等著:《古代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

上海三联书店 2010 年版，第 218 页。关于陶片放逐法引入的具体时间，有公元前 508 /507 年说、前 502 /501 年说和前 488 /
487 年说。大多数学者赞同第一个年代; 但塞利将之与议事会的首次誓言以及将军的产生联系起来，因此主张第二个年代;

劳比切克赞同克里斯提尼是该法作者，但赞同最后一个年代。拉斐尔·塞利:《古风时代雅典的地方主义》( Ｒaphael Sealey，

“Ｒegionalism in Archaic Athens”) ，《历史》( Historia) 第9 卷，1960 年第2 期，第 175—177 页; 安东尼·E． 劳比切克:《陶片放逐

法的起源》( Antony E． Ｒaubitchek，“The Origin of Ostracism”) ，《美国考古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第 55 卷，

1951 年第 3 期，第 221—229 页。
弗斯狄克:《流放、陶片放逐法与民主政治———古代希腊的驱逐政治学》，第 142 页。
伯里著，陈思伟译:《希腊史》第 1 卷，吉林出版集团 2015 年版，第 311 页。
哈蒙德著，朱龙华译:《希腊史》，商务印书馆 2016 年版，第 344—3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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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 20 年，基于这个理由，它肯定是在首次使用前不久通过的。”①

面对怀疑论者的质问，支持者希望为法律通过到首次使用的 20 年间隔找到合理的解释。默里

认为，由于陶片放逐法需要法定的最低 6000 票，可能公元前 488 年之前的投票没有达到过法定票

数; 同时，发起此种投票的政治家必须对自己有足够自信，否则被流放的可能是自己，因此政治家们

不敢轻易诉诸陶片放逐法。劳比切克( Antony E． Ｒaubitschek) 则认为，即使该法迟至公元前 488 年才

被创造出来，其发明权仍应归于克里斯提尼。他认为，虽然克里斯提尼在主持改革后已经退休，但仍

是雅典很有影响的政治家。鉴于改革后僭主家族及其支持者依然活跃，马拉松战役后将军权威日

隆，而当年庇西特拉图就是依靠军功起家，进而建立僭主政治的。公元前 496 年，希帕库斯之当选执

政官及其活动，明确昭示了僭主政治的威胁，因此克里斯提尼为对付僭主的支持者，在公元前 488 年

左右提议通过了这个法律。②

然而，两人的论证都不是无懈可击。默里观点的最大弱点在于，公元前 488 年之后的陶片投票，

无论投票是否成功，都在考古中有所体现，而在那之前，似乎无相应的陶片发现。事实是到 1966 年，

在陶工区发现的陶片有 1. 1 万多块，上面出现的人名达到一百三十多个。1990 年以前发现于雅典广

场的 1145 块用于放逐投票的陶片中，先后出现了五十多个人名。他们中少数是文献中确定被流放

过的人物，诸如地米斯托克利等，部分是我们知道的人物，诸如卡利亚斯、阿克比亚德斯等，大多则是

在文献记载中没有出现过的相对次要的人物。③ 如果公元前 488 年之前有类似的投票，理当有相关

陶片被发现，但事实是目前好像没有。这样一来，默里所有的论证，缺少考古资料基本的支撑，特别

是在资料对公元前 488 年以后的流放反映相对充分、文献与考古资料大体可以相互印证的情况下，

公元前 488 年以前考古资料的沉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注意。同样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明确提

到，公元前 488 /487 年的流放是雅典人第一次实行陶片放逐法，第一个被流放的人是希帕库斯。考

古资料的沉默与亚里士多德的论断，足以使我们断定，公元前 488 年之前，雅典人不曾举行陶片放逐

投票。

劳比切克论证的弱点更明显。首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克里斯提尼在马拉松战役前后仍然活

跃。埃利安( Aelian) 在《杂史》中提到，克里斯提尼本人提议通过了陶片放逐法，而他本人成为该法

的第一个牺牲者，即在改革后不久他就遭遇政治挫败，并且被流放了。④ 现代学者大多对这个传统持

怀疑态度，但基本态度比较一致: 克里斯提尼很可能在完成部落改革后不久去世或者失去雅典人支

持，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有学者认为，克里斯提尼本人并无任何官职，在完成改革后，他主动辞职或

离开雅典了。⑤ 总之，他的政治影响不太可能一直维持到马拉松战役之后。其次，如果克里斯提尼到

公元前 488 年左右真的仍然活跃，我们很难相信希罗多德和其他古典作家在论及公元前 5 世纪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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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C． 希格尼特:《公元前 5 世纪末之前的雅典政制史》，第 164 页。
劳比切克:《陶片放逐法的起源》，第 221—229 页。
马贝尔·L． 朗:《雅典广场》第 25 卷，解释性说明( Explanatory Note) ; 约翰·博德曼等主编: 《剑桥古代史》( John Boardman et
al．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第 4 卷，剑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34—337 页; 邵欣欣、郭小凌:《是“陶片放逐”
还是“贝壳流放”? ———Ostracism 释义》，第 42—43 页。
福尔那拉:《希腊罗马史料集》( 一) 《古风时代至公元前 5 世纪末的希腊》( 英文影印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42 页。
罗伯特·克罗梅:《克里斯提尼的命运》( Ｒobert D． Cromey，“Kleisthenes’Fate”) ，《历史》( Historia) 第 28 卷，1979 年第 2 期，

第 129—1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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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政治活动时会不提及他的活动。事实上不管是希罗多德，还是其他作家，都不曾提及部落改革

后克里斯提尼的政治活动。而劳比切克对《雅典政制》第 22 章开头那句话的解释，也不是无可挑剔。

在那里，亚里士多德明显是对克里斯提尼改革进行总结性评价，而非如劳比切克所说，是克里斯提尼

新改革措施的引导语。① 在叙述过克里斯提尼的部落改革后，亚里士多德特意评论说:“由于这些改

革，政制就比梭伦政制要民主得多。”②他暗示五百人议事会的就职宣誓仪式和十将军的选举，可能

不一定是克里斯提尼本人的创制。③ 复次，据称陶片放逐法的目的是为对付僭主家族及其支持者。

但我们不应忘记，克里斯提尼曾经在僭主政治下担任过执政官，在部落改革中可能也未触动庇西特

拉图家族在马拉松势力的完整( 马拉松地区的两个三一区仍相邻) ，④改革进程中，他可能还授予部

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以公民权( 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授予公民权的人中，包括那些公民权可疑并在僭

主政治垮台后受到审查的人) ，甚至为了应对斯巴达的干涉，在逃亡僭主正逗留波斯境内的情况下，

克里斯提尼不惜向波斯表示某种程度的臣服，⑤所以如果克里斯提尼是陶片放逐法的提案人，那该法

针对的恐怕应当是斯巴达和伊萨哥拉斯的支持者而非僭主。如果该法最初的目标是僭主的支持者，

则时间不大可能在公元前 507 年前后。此外，按照劳比切克的观点，如果克里斯提尼的目标是公元

前 496 年的执政官希帕库斯，似乎也不应该等到将近八年之后，才提出并启动针对僭主家族及其支

持者的法律。最后，是克里斯提尼任职的年龄问题。公元前 525 /524 年，克里斯提尼已经出任过执

政官，此时他至少已经三十岁，更可能是 50 岁了; 如果公元前 488 年他仍活着，即使按照最小年龄计

算，也快 70 岁了; 如果按照高龄计算，则已经 90 岁了。以古代希腊人平均 40 岁左右的寿命，虽然活

到 70 岁的人并不少见，但以希腊人对待老人的态度，要在这个年龄仍在政治生活中呼风唤雨，基本

没有可能。⑥ 基于上述理由，如果真如劳比切克所说，该法在首次使用之前通过，恐怕我们必须切断

它与克里斯提尼本人的联系。

90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C． A． 小罗宾逊:《克里斯提尼与陶片放逐法》( C． A． Ｒobinson，Jr．，“Kleisthenes and Ostracism”) ，《美国考古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第 56 卷，1952 年第 1 期，第 23—26 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1。
P． J． 罗兹:《亚里士多德派的〈雅典政制〉注疏》( P． J． Ｒhodes，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 ，克拉伦敦出

版社 1993 年版，第 263 页。
P． J． 比克奈尔:《雅典政治与谱系研究》( P． J． Bicknell，Studies in Athenian Politics and Genealogy) ，弗兰兹·斯坦纳出版社1972
年版，第 36—37 页。
约公元前 506 年，雅典人为应对斯巴达的威胁，曾派使者出使波斯。波斯驻萨尔狄斯总督同意结盟，但要求雅典人献出土和

水，即表示臣服。据说使者们经过商量后同意了，回国后却因此遭到雅典人的抨击。可以相信，这些使者应当是克里斯提

尼或其支持者派出的，其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雅典当局的授权。但因使者们回国后斯巴达的威胁已经过去，他们的做

法遭到了责难。可参见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377 页; 里查德·M． 贝霍尔德《雅典前

往萨尔狄斯的使团与克莱奥麦奈斯对阿提卡的入侵》( Ｒichard M． Berthold，“The Athenian Embassies to Sardis and Cleomenes’
Invasion of Attica”) ，《历史》( Historia) 第 51 卷，2002 年第 3 期，第 259—267 页。
如果担任执政官的年龄标准是 50 岁，则即使他在最低年龄当选执政官，那到公元前 488 年，克里斯提尼也已 87 岁; 如果执

政官最低年龄标准为 30 岁( 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 ，则到公元前 488 年他也已经 67 岁了。埃伦伯尔格认为，公元前 510 年，

克里斯提尼大概已经年过六旬，与前一年龄相近。关于执政官任职年龄，可参见龙·欧文斯《雅典的梭伦———诗人、哲学家、
士兵、政治家》( Ｒon Owens，Solon of Athens: Poet，Philosopher，Soldier，Statesman) ，苏塞克斯学术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8—
69 页; 关于克里斯提尼改革时他可能的年龄，可参见威克托·埃伦伯尔格: 《民主政治的起源》( Victor Ehrenberg，“Origin of
Democracy”) ，《历史》( Historia) 第 1 卷，1950 年第 4 期，第 541 页; 关于希腊人对老人态度的一般讨论，可参见乔治·米诺伊

斯《老年史———从古典古代到文艺复兴》( George Minois，History of Old Age: From Antiquity to the Ｒenaissance，Translated by
Sarah Hanbruy Tenison) ，波利特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3—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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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80 年代雅典的形势与陶片放逐法的创立

公元前 488 /487 年及其以后的数年间，雅典连续实行了陶片放逐法。首先，被流放的是希帕库

斯，此人据称是克里斯提尼制定该法时主要的打击目标，但因人民的宽宏大量此前一直留在城内。

次年，希波克拉泰斯之子麦加克莱斯被流放，此人明显来自阿尔克麦翁家族。第三位姓名失传，有人

怀疑是卡利亚斯，但缺乏文献证据。对于前三位，亚里士多德明确把他们称为“僭主的朋友们”。第

4 年被流放的一位也与阿尔克麦翁家族有关，是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波斯。他被流放的理由，据

某些陶片上所写，是“做了最多的坏事”①。再接下来就是号称“公正”的阿利斯提德。普鲁塔克的故

事说，他被流放纯属无辜，因为人们听烦了他被称为“公正者”②。对最后两位，亚里士多德认为被流

放的原因是“势力太大”。两人的确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公元前 489 /488 年，克桑提波斯曾指控

过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亚戴斯，并成功使后者被定罪; 阿利斯提德长期是地米斯托克利政治上

最强大的对手，两人的争斗是雅典政局动荡的重要根源。公元前 481 年左右，克桑提波斯和阿利斯

提德都因对波斯战争的需要被召回，在随后对波斯的战争中，一位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任将军，一位则

在当年雅典人围攻塞斯托斯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所以流放他们的原因，就阿利斯提德而言，

或者真的是影响过大，并且与当时另一活跃人物地米斯托克利冲突的结果。

那么，雅典人缘何在此时突然实施陶片放逐法，而且最初把目标对准了僭主的朋友? 虽然亚里

士多德坚持把克里斯提尼作为陶片放逐法的创始者，并对公元前 488 年才首次使用提供了解释: 人

民对僭主的支持者宽宏大度，不愿将僭主的支持者立刻赶走，由于希帕库斯的活动，以及他的影响不

断扩大( 公元前 496 年当选执政官) ，人民才决定使用该法对付僭主家族的亲戚和支持者。然而，在

这个理由之前，亚里士多德似乎提供了另外一个理由: 由于马拉松战役的胜利，人民变得自信起来。④

他的论述虽未必完全合理，但为理解该法的颁布和实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然而，要对陶片放

逐法的启用提出合理的解释，我们需要放宽视野，对公元前 6 世纪末到前 5 世纪初雅典面临的形势

做概要的追溯。

公元前 6 世纪末，克里斯提尼改革之时，雅典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斯巴达。公元前 510 年，斯巴达

人帮助雅典推翻了僭主政治，但在随后雅典内部的斗争中，斯巴达选择站在伊萨哥拉斯一边，克莱奥麦

奈斯还亲自领兵到雅典指名流放克里斯提尼，在遭遇雅典人反抗被迫退出后，斯巴达人组织过一次三

路进攻行动。行动失败后，克莱奥麦奈斯设法将阻挠自己行动的另一国王赶下台，并召开伯罗奔尼撒

同盟大会，意图利用同盟的力量恢复雅典的僭主政治。但科林斯人拒绝合作，其他国家追随了科林斯，

使斯巴达的图谋破产。据希罗多德记载，会议失败后，希庇亚斯一家就离开希腊去了波斯。雅典对斯

巴达的行动明显感到不安，派使者前往萨尔狄斯，甚至在波斯驻萨尔狄斯总督要求雅典人献出土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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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雅典政制》，22，3—7; 默里: 《早期希腊》，第 275 页; 约翰·博德曼等主编: 《剑桥古代史》第 4 卷，第 334—
343 页。
普鲁塔克著，黄宏煦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第 320 页。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 636、677 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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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承认波斯统治权时，使者们都答应了。① 可以相信，这些人多少是受到了克里斯提尼的鼓动这么做

的。但在这些使者们回国时，斯巴达的威胁似乎已经过去，因此波斯与雅典缔结联盟并未变成现实。②

上述事实表明，克里斯提尼在雅典进行改革之时，最初对雅典最严重的威胁并非僭主及其支持

者，而是斯巴达及其支持的伊萨哥拉斯一党。部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包括僭主的部分外国雇佣兵，

可能由于克里斯提尼改革获得了公民权，③理当支持克里斯提尼政体。面对斯巴达和伊萨哥拉斯派

的威胁，克里斯提尼也需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者。考虑到公元前 525 年克里斯提尼曾在僭主统治

时代担任过执政官，则尽管有希罗多德的辩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在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们被推翻

后，他与僭主家族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据希罗多德记载，在三路进攻雅典失败，而且埃吉那人

对雅典作战也并不顺利之后，斯巴达人发现，他们过去出兵雅典推翻僭主政治是受到神谕欺骗的结

果，因此他们召集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意欲重建雅典僭主的统治。④ 也就是说，在那之前，斯巴达人

无意在雅典重建僭主政治，他们主要的支持对象，也许仍是伊萨哥拉斯一党。关于这次会议的具体

年代，希罗多德没有提供。从他的行文看，似乎当在阿利斯塔哥拉斯到达斯巴达之前不久，或许是在

公元前 501 年左右。⑤ 但此时克里斯提尼改革已经基本完成，议事会新的誓词与将军委员会都已经

产生，而且斯巴达的企图因科林斯的反对遭遇挫败，它与僭主的结合，很快因为希庇亚斯等离开希腊

去了小亚细亚煽动波斯入侵希腊而成为过去。⑥ 因此，在克里斯提尼改革期间，雅典的威胁主要来自

斯巴达及其支持的伊萨哥拉斯，而非过去的僭主。亚里士多德宣称克里斯提尼通过陶片放逐法以赶

走僭主的支持者，很可能是从最初的被流放者均为僭主家族或其朋友们，从而把公元前 5 世纪 80 年

代的历史倒推到公元前 6 世纪末的结果，与克里斯提尼改革时雅典面临的境况不符。
然而，公元前 500 年以后，尤其是在希庇亚斯到达波斯且大肆活动以图返回时，雅典面临的形势与

克里斯提尼改革时明显有别。当时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关系已因波斯的扩张有所缓和，与波斯的关系

则日趋紧张。仍据希罗多德记载:“从拉凯戴蒙来到亚细亚的希庇亚斯却玩弄了各式各样的手段，他向

阿尔塔普列涅斯诽谤雅典人，用一切办法想使雅典屈服于他和大流士。而正当希庇亚斯这样做的时

候，雅典人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们派使者到萨尔狄斯来，要求波斯人不要相信这些被放逐的雅典人。
但是阿尔塔普列涅斯却命令他们把希庇亚斯迎回去，如果他们愿意求得安全的话。当这个命令被带回

给雅典人那里去的时候，雅典人却不同意这样做。既然他们不同意这个办法，那他们便得对波斯进行

公开的战争了。”⑦也就是说，由于波斯与流亡僭主的合流，雅典民主政治此时主要的敌人不再是斯巴达而

是波斯了。因此，公元前 500 年雅典人决定出兵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反对波斯的暴动，或许并非如希罗多

德认为的仅仅是受到阿利斯塔哥拉斯煽动的结果，而是反波斯和反僭主政策的需要。不过此时雅典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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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 377 页。
克里斯提尼可能也因此失去了部分支持，导致他改革后迅速从雅典政治舞台上消失。C． 希格尼特:《公元前 5 世纪末之前

的雅典政制史》，第 168，178—182 页。
道纳尔德·卡甘:《克里斯提尼之授予外国人公民权》( Donald Kagan，“The Enfranchisement of Aliens by Cleisthenes”) ，《历史》
( Historia) 第 12 卷，1963 年第 1 期，第 41—46 页; C． 希格尼特:《公元前 5 世纪末之前的雅典政制史》，第 132—133 页。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 384—385 页。
W． W． 豪与 J． 威尔斯:《希罗多德注疏》( W． W． How and J． Wells，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第 2 卷，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0 页。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 385—391 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1—3。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 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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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不太愿意直接开罪于波斯，因此仅仅派出了 20 条船，而且在从萨尔狄斯撤退后，立刻扬帆归国。①

与此同时，面对波斯的共同威胁，斯巴达和雅典开始协同行动。马拉松战役前，国王克莱奥麦奈

斯曾帮助雅典人对付据称亲波斯的埃吉那，从埃吉那索取人质交给雅典看管。② 另外，僭主希庇亚斯

在波斯宫廷积极活动，煽动波斯入侵希腊。公元前 490 年，希庇亚斯作为向导，引领波斯军队在自己

家族的势力中心马拉松登陆。与此同时，僭主家族在雅典政治中异常活跃。马拉松战役中，据称还

有人利用盾牌给波斯军队发出信号，而发信号的，据说是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如果僭主的支持者

与阿尔克麦翁家族联合，足以撼动雅典的民主政治。对待僭主的态度与对波斯的政策，在雅典不可

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雅典人首次启用了陶片放逐法，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雅典连续三年放逐

了僭主的朋友们。为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对最初被流放的几位雅典人的身世做简要说明。可以确

定，第一位被流放者希帕库斯与僭主家族有关，亚里士多德说他曾当选执政官和将军，是僭主派的领袖

和朋友，因此他第一个被流放非常符合情理。第二位被流放者不免让希罗多德尴尬，因为他是阿罗帕

克德莫的希波克拉泰斯之子麦加克莱斯。不管是他父亲还是他本人的名字，都暗示此人出自阿尔克麦

翁家族，现存的陶片也称他是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一般认为他是那个与庇西特拉图争夺权力的同名

人的孙子，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儿，其妹妹嫁给了克桑提波斯。现存刻有他名字的陶片有 4662 块，其中

12 块发现于广场，是现已发现的陶片中名字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他的父亲也曾经被某些人列入应被

流放者行列: 我们在陶片上看到了他的名字。③ 因此，虽然希罗多德信誓旦旦地宣称，阿尔克麦翁家族

一直是僭主政治最坚决的敌人，④然而马拉松战役后的雅典人并不相信。他们坚信那个给波斯人发

出信号、意图让僭主重返雅典的人，就属于阿尔克麦翁家族，因此毫不客气地把票投给了他。

第三位被流放者姓名无存，但可能是来自与麦加克莱斯同一德莫的卡利亚斯。在已经发现的陶片

中，他的名字出现频率也非常高，约有八百张票，其中 4 张票称他为“穿米底服装者”，还有一块陶片一

面写上了他的名字，另一面把他画成穿米底服装者，且非常形象生动，因此他很可能是公元前 485 年那

位文献失载的被流放者，理由明显是他的亲波斯态度。⑤ 比克尼尔认为，此人可能也属于阿尔克麦翁

家族，⑥至少与该家族关系比较密切，不仅因为他与麦加克莱斯出自同一德莫，还因为公元前 449 年，也是

一个叫卡利亚斯的人与波斯签订了和约。当年正是伯里克利在雅典影响上升之时，而伯里克利的父亲，乃

阿尔克麦翁家族的女婿。有意思的是，此人恰恰也是希罗多德认为反对僭主政治最为激烈的人物之一，证

据是僭主政治垮台，雅典人拍卖僭主家族的财产时，只有卡利亚斯敢于购买，并且计划了其他一些反对僭

主的行动。⑦ 但那或许是在僭主政治刚刚崩溃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前，而非公元前 5 世纪 80 年代。

第四位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波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婿、麦加克莱斯的妹

夫。《雅典政制》明确宣称，前三位被流放的都是“僭主的朋友”⑧，但第四位只怕也难逃这样的嫌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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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博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 4 卷，第 338 页。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 4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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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里:《早期希腊》，第 275 页。
P． J． 比克尼尔:《雅典政治与族谱研究》，第 64—71 页。
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 453 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22，6。



雅典陶片放逐法考辨

公元前 489 年，他曾以欺骗雅典人民的名义在公民大会上控告马拉松战役的英雄米尔提亚戴斯，导

致后者险些被处死。虽然主席团加以干预，米尔提亚戴斯仍被罚 50 塔兰特巨款。① 他还与阿尔克麦

翁家族有婚姻关系。流放他的理由中，包括他在雅典领袖中坏事干得最多。遗憾的是我们不知道雅

典人所说的坏事到底是哪些，但他对米尔提亚戴斯的指控，应当是其中之一。在面临着薛西斯新的

入侵的情况下，他的被控告，是否也与沟通波斯有关? 事实上，在这些年陶片放逐法的投票中，阿尔

克麦翁家族另有三人“荣列”候选人之列，除两个希波克拉泰斯外，还有一个叫卡里克塞诺斯的，此人

在选票上也被视为阿尔克麦翁家族的人，在已经发现的陶片中，有 260 票是投给他的。②

80 年代最后一位被流放的政治家是阿利斯提德。可以肯定，他与僭主家族没有直接关系。对他

的流放，很可能是因为他与地米斯托克利的争斗。雅典人选择支持后者的大海军政策，为保持政策

的延续性，流放了阿利斯提德。③

应当承认，当雅典人启动陶片放逐程序时，成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将僭主的支持者流放出了雅

典。所以该法产生的背景，不应当是克里斯提尼改革时的雅典，而很可能是在马拉松战役后需要驱

逐波斯和僭主的支持者之时，那时雅典抵抗波斯与反对僭主的政策协调一致。至于法律的提议者，

或许与当时非常活跃的地米斯托克利有关。此人此前已经出任过执政官，正积极推动雅典建立强大

的海军，以应对波斯的威胁。最后一位被流放的阿利斯提德，正是他的政敌，多少可以证明他此时的

影响。但历史对此保持了沉默，因此它更可能是某个文献失载的政治家提名通过的。如果如劳比切

克所说，老年的克里斯提尼提议通过了这个法律，并用来对付僭主政治的支持者，则在自己家族的许

多人有严重亲米底和亲僭主嫌疑的背景下，他真是特意“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立法家的侄子和侄

女婿都被他提议的法律流放，另有多人进入可能被流放者的行列。如果克里斯提尼的支持者中包括

僭主曾经的支持者，则第一个被流放的希帕库斯也与他有某种程度的联系。任何一个清醒的政治

家，大概都不会做出如此自掘坟墓的举动。基于上述理由，我们应当将这个法律与克里斯提尼剥离，

而将其置于公元前 480 年代初，该法从颁布到实际实施中间 20 年的间隔，至此也不复存在。④

陶片放逐法: 克里斯提尼精神的遗产

如五百人议事会的创设和将军的设置一样，陶片放逐法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克里斯提尼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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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第 459 页; 柏拉图:《高尔吉亚篇》( Plato，Gorgias) ，516E。中文版本这里颠倒了阿利弗隆与克桑提

波斯的父子关系，指控者被误作阿利弗隆，可参见希罗多德《历史》( Herodotus，The Persian Wars) 第 3 册，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91 页。关于陶片上对克桑提波斯的咒骂，可参见默里:《早期希腊》，第 276 页; A． E． 劳比切克:《对克桑提波

斯的流放》( A． E． Ｒaubitschek，“The Ostracism of Xanthippos”) ，《美国考古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第 51 卷，

1947 年第 3 期，第 257—262 页。
默里:《早期希腊》，第 276 页; A． E． 劳比切克:《对克桑提波斯的流放》，第 257—262 页。
弗斯狄克:《流放、陶片放逐法与民主政治》，第 166—167 页。
除公元前 5 世纪 80 年代流放的 5 人外，此后被流放的政治家大致如下: 70 年代后期，地米斯托克利; 公元前 461 年，西门; 公

元前 457 年，麦农; 40 年代，卡利亚斯和达蒙; 公元前 442 年，修昔底德; 公元前 417 /416 年，许佩波鲁斯。除这些实际被流放

的人外，还有众多人物出现在陶片上但未成功被流放。从修昔底德到许佩波鲁斯，有近30 年没有启用过陶片放逐法。但那

是因为伯里克利的绝对优势地位，精英阶级的政治家之间并无足以撕裂雅典国家的冲突发生。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雅

典在对斯巴达作战的问题上并无严重冲突，即使是尼奇亚斯和克莱翁，似乎都不反对继续对斯巴达作战。公元前 416 年陶

片放逐法被弃，说明需要新的政治斗争形式。马贝尔·L． 朗:《雅典广场》第 25 卷，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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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延续，代表着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民主精神: 将雅典政治斗争的最后裁决权授予雅典公民，而且是

全体雅典公民。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创立新的部落制度，将新老、城乡公民融合为一

个群体，并为他们参与国家管理创造一套完整的制度，将雅典主权直接托付于全体公民，通过他们在

公民大会、议事会中的投票，通过对精英阶级内部斗争的裁决，公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取得了在场

性; 公民在国家中的主权地位，得到了确认。借用安德森的话说:

公元前 508 /507 年前后政治上的关键区别，是非精英阶层公民所做出的贡献。在此之

后……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对政府行为集体( 高于个人) 决策机制的强调，随着公民大会和新的五

百人议事会日益控制政策和立法的产生，它不仅允许普通公民通过陶片放逐法程序驱逐他们的

一个政治领袖，而且可以就国家最重要的事务投票。

结果，由于城邦如今的管理总体上变成了一种公开的、公共的议事，那些有雄心的精英们，

如果希望对政治结果产生影响，不得不为赢得较他们低贱的同胞的心灵和投票而相互竞争。由

于个人的成功越来越以大众的口味为依归，精英阶层的政治家们也比以前更直接地向非精英阶

层的公民负责。普通雅典人对管理国家日复一日有意义的参与，首次在制度上成为现实，精英

对政治过程的掌控最终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刚刚开始的大众政治和民众政府的新时代。①

抛开安德森把克里斯提尼作为陶片放逐法创始者的观点不论，他将陶片放逐法作用界定为: 树

立公民对精英阶级的主权者地位，的确反映了克里斯提尼的精神。众所周知，如希腊众多城邦一样，

公元前 6 世纪的雅典政治斗争往往表现为贵族家族之间的争权。斗争失败者或者被无限期流放国

外，或者被对手消灭。被流放者不甘心失败，常试图借助外来帮助返回，因此造成了城邦的内战和动

荡。陶片放逐法则不同，它为解决领袖之间的政治冲突找到了一个相对和缓的办法: 通过公民团体

的命令，将其中一方有条件地流放国外。但失败者的被流放不是直接源自政治对手，而是雅典公民

的选择。普通公民从此成为精英阶级政策分歧的裁决者，实际确立了人民在这个问题上最高主权者

的地位。从陶片放逐法公元前 5 世纪实际的效用看，它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政治的相对稳定。一个

基本事实，是在公元前 411 年雅典寡头政变之前，虽然雅典经历了包括希波战争、执政官选举方法改

革、战神山议事会权力被剥夺、陪审法庭制度完善、广泛引入政治津贴以及伯罗奔尼撒战争等诸多非

常重大的变革和事件的冲击，但除埃菲阿尔特被暗杀外，大多数冲突都通过公民的投票和平解决。②

陶片放逐法的具体实施步骤，体现了雅典公民作为城邦主权者的地位。据亚里士多德，在第六

届主席团任期中，公民大会要举行一次特别大会，以确定是否举行陶片放逐投票。如果民众认为需

要，则会在第 8 届主席团任内召开一次公民大会正式投票。③ 据普鲁塔克，④投票的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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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里格·安德森:《雅典的试验———在古代阿提卡创建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 公元前 508—前 490 年) 》( Greg Anderson，

The Athenian Experiment: Building 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 in Attica 508—490 BC) ，密西根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6—77 页。
萨拉·弗斯狄克:《流放、陶片放逐法与雅典民主政治》( Sara Forsdyke，“Exile，Ostracism and the Athenian Democracy”) ，《古

典古代》( Classical Antiquity) 第 19 卷，2000 年第 2 期，第 232—263 页。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43，4—5。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 319—320 页。



雅典陶片放逐法考辨

执行放逐法的步骤，大致说起来是这样的: 每个投票的人拿一块陶片，上面写好自己认为应

该由城里迁出人的姓名，然后把陶片带到四周用栏杆围起的广场。执政官们首先数一数投出的

陶片的总数。因为投票人少于 6000 人，放逐法就无效。然后分别记录每个姓名，得票最多的人

由执政官宣布放逐 10 年，但有权享受他们产业的收入。

普鲁塔克非常明确，投票时首先确定是否达到 6000 张票的法定最低票数，如果不够此数，则本

次投票无效。如果达到法定票数，则得票最多的人被流放。① 然而弗劳科吕斯暗示，被流放的个人得

票必须超过 6000 张票。阿里斯托芬的注释家也认为如此。② 可是，由于投票流放之前并无讨论，可

能被流放的对象比较分散，出席公民大会的公民人数，有时可能只有几千人，个人几乎没有可能得到

6000 张票。③ 同时，雅典陪审法庭由抽签选举的 6000 人组成，而遇到特别重大的案件，会让 6000 人

全部参加审讯，也暗示雅典人认为，6000 人足以代表雅典公民团体。“任何法律，如果不是同样针对

全体雅典人，否则不能用来针对任何个人。除非它经过 6000 公民的秘密投票，确定那是合适的。”④

基于上述，我们可以认为: 投票的基准票数为 6000 张票，得票最多者将被流放。⑤

投票之前，政治领袖之间肯定会有一些或明或暗的操作。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公元前 417 /416

年的投票，雅典人最初流放的目标，似乎是阿克比亚德斯和尼奇亚斯中间的一个。但在投票之前，两

人突然联合起来，导致相对次要的许佩波罗斯被流放。据称雅典人因此感到相当愤怒，从此取消了

陶片放逐法的投票。⑥ 现今发现的用于流放的陶片也表明，从该法最初实行开始，就存在某种程度的

操纵，最为典型的是针对地米斯托克利的阴谋。在卫城北坡发现的一百九十多块陶片，全部写上了

地米斯托克利的名字，却仅仅出自少数几个人之手，显然是事先被小部分人准备好，以便在投票时分

发给自己的支持者备用的。在雅典广场发现的写有卡利克塞诺斯的陶片，也可能出自少数人之手。

虽然如此，目前发现的陶片也证明，绝大多数都出自选民自己的“手笔”，⑦而公元前 5 世纪的数次流

放，应当说大体反映了雅典公民团体的愿望。

希腊城邦基本的制度需要陶片放逐法。须知雅典当时并无现代意义的政府，几乎所有政治活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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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亚里士多德并未专门记录票数多少。狄奥多鲁斯更加粗略，没有提到法定票数问

题，只是说得多数票者将被流放，却未说明到底是绝对多数( 超过全部投票的一半) ，还是相对多数。狄奥多鲁斯:《历史集

成》第 11 卷，第 52 章第 2 节; 福尔那拉:《希腊罗马史料集》( 一) 《古风时代至公元前 5 世纪末》，第 41—44 页; 罗伯特·J． 邦

纳:《陶片放逐法的最低法定票数》( Ｒobert J． Bonner，“The Minimum Vote in Ostracism”) ，《古典文献学》( Classical Philology)

第 8 卷，1913 年第 2 期，第 223—225 页; 诺尔曼·A． 多恩格斯:《陶片放逐法与克里斯提尼的“议事会”》( Norman A． Doenges，
“Ostracism and the‘Boulai’of Kleisthenes”) ，《历史》( Historia) 第 45 卷，( 1996 年第 4 期) ，第 387—404 页; 罗兹:《亚里士多

德派的〈雅典政制〉注疏》，第 267—271 页; 马贝尔·L． 朗:《雅典广场》第 25 卷，第 1—6 页。
转引自福尔那拉:《希腊罗马史料集》( 一) 《古风时代至公元前 5 世纪末》，第 43 页。
根据朗的研究，截至 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在雅典广场发现的 1000 多块陶片中，共出现了近八十个人名，还有不少不能确定

的人名。在已经确认的人名中，几乎包括公元前 5 世纪雅典文献中所有知名人物的名字，也有一些不知名的人物，因此，投

票必然非常分散。马贝尔·L． 朗:《雅典广场》第 25 卷，第 30—138 页。关于公民大会出席者的人数，可参见黄洋《雅典民主

政治新论》《世界历史》1994 年第 1 期，第 61 页; M． H． 汉森《德摩斯梯尼时代的雅典民主》( M． H． Hansen，The Athenian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Demosthenes) ，布莱克维尔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0—132 页。
安多基德著，晏绍祥译:《论秘仪》，彭小瑜、张绪山主编:《西学研究》第 1 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413 页。
邵欣欣:《雅典陶片放逐制中的 6000 票辨析》，《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 年第 2 期，第 75—77 页。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 552—554 页。
马贝尔·L． 朗:《雅典广场》第 25 卷，第 3—6、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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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开的，重要的政策都在公民大会上进行辩论，所有决定的做出，都依靠演说家的说服力量和公民的

表决。如果主要政治家们意见一致，则问题不难解决。然而，政治家们之间意见完全一致的概率并不

高，一旦出现不一致，则意味着出现不同意见之间的交锋和竞争，甚至可能引发冲突。面对冲突，希腊城

邦既缺乏警察等治安力量，也缺少可以强制公民的有效手段，因此卡特利奇认为，每当希腊城邦面临重

大的政策选择时，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冲突。希腊人对政治斗争零和游戏( zero game) 的心态，决定双

方的冲突必然你死我活。① 为确保政策的一贯性和公民团体的团结，有必要将其中一人直接驱逐。在

古代人那种缺乏现代传媒手段，个人之间的交流和思想的流传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之时，

将某种意见的代表人物和领袖驱逐，也就意味着那种意见影响的丧失，至少是部分丧失。“在缺少不同

党派之间定期选举的地方，还有任何其他方式吗?”②但驱逐的权力不应当属于某个贵族或者集团，而

应归于全体公民。正是陶片放逐法将政策的裁决权交到了全体公民手中，让他们成为政治家斗争的仲

裁人，表明政治家需向全体公民负责:“无论该程序最初宣布的意图是什么，它显然有助于确保领袖对

作为整体的公民团体的责任，因为是否举行陶片放逐投票的权利只属于公民大会，而且在任何一个确

定的年份，要启动该程序，至少需要 6000 位公民的投票。即使该法 20 年后才首次使用，但此类机制的

存在本身，如今至少在名义上确立了对某个具体个人的意志的优势，无论这个人多么有影响。”③

据古代作家记载，阿尔哥斯、叙拉古等邦曾引入类似的法律，暗示以温和手段驱逐政治家的做法

符合希腊城邦的普遍需要。只是我们对这些地区类似法律实行的情况所知甚少。叙拉古的橄榄叶

放逐法，因为某些制度上的缺陷，实行不久即被废止。只有在雅典，陶片放逐法在保证人民主权的同

时，还有助于政治的相对稳定。该法引入之前，雅典不同集团之间的分歧通过领袖之间的结盟和斗

争来解决，由此导致了国内政治的动荡，最后是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僭主政治，才初步稳定了局势。僭

主政治一旦崩溃，政治斗争马上再度爆发。克里斯提尼与伊萨哥拉斯的冲突，不仅造成了雅典精英

内部的分裂，还遭到了斯巴达的干涉。僭主希庇亚斯被驱逐后，也曾试图借助波斯的力量返回。但

在公元前 5 世纪，雅典人通过陶片放逐法成功化解了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马拉松战役后，据说地

米斯托克利和阿利斯提德之间的斗争相当激烈，以至于阿利斯提德认为，雅典人应当将他们两人都

投入死亡的深渊，否则雅典将不得安宁。④ 然而，雅典人流放了阿利斯提德，支持地米斯托克利实现

了政策转型: 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水师; 随后，面对波斯入侵的威胁，雅典人召回阿利斯提德和克桑

提波斯。三位主要政治家的合作，帮助希腊取得了萨拉米斯和普拉提亚战役的胜利，创建了提洛同

盟。公元前 5 世纪 70 年代，地米斯托克利与西门发生冲突，雅典人这次选择了西门。他集中力量攻

击波斯、笼络斯巴达的政策，很好地适应了正在崛起中的雅典的需要。当雅典进一步的发展与斯巴

达冲突时，雅典人适时选择了伯里克利。当修昔底德和伯里克利因帝国政策发生冲突时，雅典人再

次选择了伯里克利的帝国政策。在陶片放逐法的保护下，雅典不仅成功驱逐了僭主政治的支持者，

还在数十年间保持了政治稳定，逐步成长为希腊世界的一流强国。那些被放逐的政治家，至少从历

史文献的记载看，少有一个希图利用外敌力量返回雅典者，相反倒是为了争取返回，积极为雅典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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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薛西斯入侵雅典期间，之前被陶片放逐法流放的雅典政治家，似乎没有一个像斯巴达国王戴

马拉托斯那样，出现在薛西斯的顾问中。此后被流放的地米斯托克利、西门等人，也都不曾有任何借

助外力武装返回的打算，反而鼓励自己的朋友参与保卫雅典的战斗。① 修昔底德和许佩波罗斯被流

放后，也没有关于他们从事不利于雅典国家活动的记载。从陶片放逐法有助于雅典政治稳定的角度

看，它符合克里斯提尼的精神，也实现了他改革的期望，是民主政治获得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

那么，如何理解古典时代雅典人把本用于解决政治斗争的工具、体现人民主权的陶片放逐法误

认作驱逐僭主支持者? 尤其是在公元前 5 世纪中后期的案例中，不管是在表面上，还是在实际上，该

法都脱离了驱逐僭主支持者的本意之时，雅典人仍坚持这种看法。因资料不足，这里只能做大概的

推测。雅典民主政治诞生于推翻僭主后的斗争之中，因迭遭斯巴达干涉，民众走上前台，成功支持克

里斯提尼进行改革，确立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平等。以平等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与刚刚

垮台的僭主政治恰处在对立的两极。所以，就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之中或稍后不久，雅典人悄悄地改

造了他们最近的历史，把阿利斯托格同哈摩尔狄乌斯树立为刺杀僭主、为雅典争取平等和民主的斗

士，而克里斯提尼贿赂德尔菲神谕、促使斯巴达出兵推翻僭主的历史事实，则被有意地弱化甚至“遗

忘”，②以至于修昔底德需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特意拿出篇幅，指出那场刺杀不过是爱情事

件，与政治无关。③ 然而，雅典人并非修昔底德，新生的民主政治标榜平等和自由，把自己与僭主政治

下被奴役的状态对立起来。当僭主引导的波斯人在马拉松被击败后，民主政治与僭主政治处在对立

两极的观念，因抵抗外来入侵的需要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民主政治与僭主政治相互对立的主流意

识形态。战后不久上演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和《祈援女》中，希腊人的自由与波斯人的被

奴役，专制君主制与民主政治的对立，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主题。类似的主题，在希罗多德的《历史》和

索福克勒斯以及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中，仍然在延续，只是侧重点略有变化。希罗多德强调雅典的强

大与平等之间的关系; 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更注意僭主统治对城邦法律秩序的威胁; 欧里庇得

斯的《请愿的妇女》借提修斯之口，宣布民主政治带来国家繁荣，君主政治则会造成国家人丁凋零; ④

公元前 415 年，雅典的渎神案件调查犹如猎巫，盖因雅典人认为，针对神灵的犯罪，“是想建立寡头政

治或僭主政治的阴谋的一部分。”⑤或许正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让公元前 5 世纪后期的雅典人把陶片

放逐法反僭主的作用与保护民主政治等同起来，并把反对僭主的行动与人民主权等同起来。在雅典

人那里，陶片放逐法也成为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并因此遭遇柏拉图等人的批评。⑥

［本文作者晏绍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国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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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米斯托克利被流放后在阿尔哥斯等地的活动，显然意在反击斯巴达。即使在他逃亡波斯并受到波斯大王善待后，他似乎也

没有直接攻击雅典的打算，据称他最后因不愿为波斯入侵希腊出谋划策选择自杀; 公元前457 年，处在流放期间的西门本欲参加

塔那格拉战役，虽被粗暴拒绝，但仍鼓励自己的朋友参战，其中多人战死。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第267—268、402 页。
安特诺尔的《刺杀僭主者》雕像很可能在公元前 500 年之前已经完成，雅典流行的饮酒歌，明确把平等归于僭主刺杀者。而民

主政治奠基者克里斯提尼所属的阿尔克麦翁家族，到公元前 490 年已彻底失宠。默里著，晏绍祥译:《早期希腊》，第 270 页。
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下册，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517—522 页。
关于公元前 5 世纪雅典民主政治把君主政治与民主政治对立起来的意识形态，可参见晏绍祥《古典民主与共和传统》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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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 Haozhi，Attempts at Ｒegional Order by Japan in 5th －9th Centuries

Japan had been encompassed in the regional system centered on Chinese dynasties since the 1st

century BC． But the geological remoteness made its relation with Chinese dynasties ambiguous．

Although it had been accep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pre-modern East Asia as a

tributary state of China，Japan strived for a status“equal”to China，even by military means． Japan’

s attempts at its own“regional order”can be seen from a series of moves during the 5th － 9th centuries．

Ma Yunchao，The Ｒequest for Doctor from Munjong of Goryeo and the Ｒ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ng Dynasty: A Facet of Japan’s Diplomacy in the Late 11th Century

Suffering from apoplexy，Munjong of Goryeo sent an official request for competent doctors from

Japan． After several discussions，Japanese officials declined this request． Although the latter gave

reasons as the distance and the lack of precedent，Japan’s reply witnessed an adjustment from an

objective statement of difficulties to a harsh criticism of the unconventionality and illegitimacy of

Goryeo’s request． The change in content resulted from the arrival of a diplomatic letter from the

emperor of the Song dynasty． Being anxious about its involvement in the tributary system of the Song

dynasty，Japan became suspicious of the true intention of Goryeo’s request． Hence，Japan emphasized

its independence and superiority in its reply．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cident wa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twined relations among East Asian countries，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it requires 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Japan and the Song dynasty．

Yan Shaoxiang，On the Origin of Ostracism in Athens

Ostracism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eculiar institutions in Athens． However，classical
documents varied as to its origins and purpose，while modern scholars also disagreed on the issue． Some
agreed with Aristotle，dating it to the time of the Cleisthenes’Ｒeforms; but others agreed with Adrotion，

preferring to the eve of its first use． This paper tries to argue that ostracism should have been proclaimed
just before its first use，when the fight against Persia and against the returning tyranny coincided after the
Battle of Marathon． Neither the age of Cleisthenes nor the aims of ostracism made the authorship of
Cleisthenes possible． Its author should be some unknown politician( s) in the early 480s BC． However，the
original purpose of the institution was to make the people judges of disputes among political elites and
deciders of state policies． Therefore，although it was not invented by Cleisthenes，ostracism was coherent
with his principles．


